
S D E 	 U N I V E R S E S 	 · 	 中 华 ⽂ 化 与 科 技 创 新 	 · 	 李 约 瑟 之 问 与 答 	 之 ⼗ 三

智识压⼒配位：李约瑟之问的本体论重构
——知识形态不是⽂明"选择"的类型，是⽣存压⼒经制度中介转译后的稳定配位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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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重构：从"缺少什么"到"配位何以不同"
李约瑟（1954）之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明中发展出来，⽽只在欧洲发展出来？"——标志着⼀个重要的智识诚实。它

拒绝将欧洲经验普遍化为⼈类⽂明的必然道路，承认不同⽂明的历史轨迹存在值得追问的差异。
然⽽，⼀个问题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它问出了什么，还取决于它遮蔽了什么。这个问题的句式本⾝，藏着⼀个未经审视的预设：近代

科学是⼀样"东西"，⼀项"成果"，⼀个可以被某个⽂明"拥有"或"错过"的物件。在这种眼光下，科学被看成⼀颗颗可以被摘取的果实——⽜
顿⼒学、化学元素表、蒸汽机原理——它们仿佛悬在真理的树上，等着某个⾜够聪明的⽂明伸⼿摘下。于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惯常路径，
就变成了⼀场清点：中国缺少了什么？缺少形式逻辑体系？缺少实验传统？缺少数学化的⾃然观？缺少专利制度？缺少商业资本的推动
⼒？
这种清点式思维隐含⼀个更深的、⼏乎从未被质疑的假设：知识可以按照其内在属性进⾏分类，"科学"是其中⼀种独特的类型；⼀个

⽂明要么"拥有"这种类型，要么"缺少"它；拥有与否，取决于该⽂明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认知路线或制度安排。
这个假设如此深地嵌⼊问题意识，以⾄于连许多批判欧洲中⼼主义的学者，也在不⾃觉地沿着它的轨道思考——只是把"欧洲拥有科

学"的价值判断翻转为"科学并⾮唯⼀有效知识"，⽽没有触动问题的本体论结构。
⼀旦我们悬置这个假设，问题的性质就彻底变了。我们不再问"中国缺少什么"，⽽是问：⼀个⽂明的知识形态，与其⽣存压⼒之间，

究竟形成了怎样的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我称之为"智识压⼒配位"。它的核⼼命题是：⼀个⽂明主导性的知识形态，不是其"选择"的结果，⽽是其⽣存压⼒经

由制度结构转译后所形成的稳定形态。
这⼀定义的要点在于：它将知识形态从"类型"置换为"配位态"。正如碳原⼦在⾼压下配位为⾦刚⽯，在常压下配位为⽯墨，两者都是

碳，只是压⼒配位不同。但这不是⽐喻，是本体论的位移：知识形态不再被理解为⼀种"类型"或"成果"，⽽被理解为⼀种"配位态"——特定
压⼒配置经由特定中介环节所达成的稳定结构。
然⽽，必须⽴刻澄清：这⾥的"压⼒"，不是某种先在的、固定的⾃变量。压⼒本⾝是被"发⽣"出来的——同样的地理条件或⽣存挑战，

在不同的制度结构和⽂化惯性下，会被转译为完全不同的压⼒⽮量。配位视⻆的核⼼追问在于：何种制度与⽂化中介，将⽣存条件转译为
特定形态的压⼒，进⽽筛选知识路径？
因此，我们不是要给欧洲贴上"外向竞争型"的标签，给中国贴上"内向治理型"的标签，然后⽤标签解释⼀切。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追

踪：在欧洲和中国各⾃的历史深处，那些相互⽭盾的⼒量是如何在具体的制度场域中博弈、耦合、结算，最终形成某种稳定的压⼒配置，
并配位出特定的知识形态？标签是结算后的归纳，不是解释的起点。

⼆、	先验撤销：知识作为配位态
要真正推进这个判断，我们必须对那个最深的先验进⾏彻底审查。这个先验的底层是："⼀个⽂明的知识形态，是它选择或放弃的结

果，⽽⾮其⽣存⽅式与历史压⼒共同塑造的必然形态。"
撤销的⽅法很简单：追问⼀个反事实问题——如果某个⽂明根本不⾯临某类压⼒，它为什么要发展出专⻔应对这类压⼒的知识形态？
想象⼀个⾯临持续海上⽣存压⼒的⽂明。船只的导航、⻛帆的设计、淡⽔的储备，每⼀项失误都意味着死亡。在这种压⼒下，知识必

须精确、可传递、可验证——因为误差就是⽣命。这种压⼒会催⽣什么样的知识配位？⼀种以实验、测量、数学化为特征的形态。这不是
因为该⽂明"更理性"，⽽是因为其⽣存压⼒强制筛选了这类知识。
再想象⼀个治理超⼤规模农耕帝国的⽂明。版图辽阔、⼈⼝众多、灾害频繁。统治的核⼼挑战不是精确打击，⽽是整合与稳定：如何

让不同地域服从同⼀秩序？如何调节中央与地⽅的张⼒？在这种压⼒下，知识必须服务于治理、教化、调适——经世、伦理、礼法。这不



是因为该⽂明"更重视⼈⽂"，⽽是因为其⽣存压⼒强制筛选了这类知识。
两相对照，⼀个判断浮现：知识形态不是⽂明"选择"的，是⽂明"不得不"形成的。
但这⾥必须⽴刻打断⼀个可能的误解：配位视⻆不是某种宏观决定论。它不假设某种先在的"压⼒"直接决定知识。它追问的是传导链

条：⽣存条件如何被特定的制度框架感知和命名？如何被转译为特定形态的压⼒⽮量？这种压⼒⼜如何筛选知识活动的⽅向与⻛格？每⼀
环节都充满博弈、偶然与路径依赖。
正因为如此，配位视⻆与既有理论传统既有承继也有位移。
它与功能主义有家族相似，但存在关键区分。功能主义解释通常采⽤"系统需求→功能结构"的框架，其危险在于将"需求"预设为先

在、固定的⾃变量。配位视⻆恰恰要追问：压⼒本⾝不是⾃变量，压⼒是被"发⽣"出来的。同样的地理条件，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会被
转译为完全不同的压⼒⽮量。
它与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概念有关联，但分析层次不同。路径依赖擅⻓解释⼀旦某条路径被选定，转换成本如何上升，进⽽锁

定轨迹。配位视⻆则要追问：这个"初始选择"本⾝是如何被塑造的？它不是真正的"选择"，⽽是特定压⼒配置下唯⼀能稳定下来的配位
态。
它与知识社会学（尤其是曼海姆传统）既有共鸣也有位移。曼海姆强调"知识受社会位置决定"，配位视⻆吸收其核⼼洞⻅：知识没有

先验的普遍性。然⽽，配位视⻆将分析单元从"阶级位置"提升到"⽂明尺度的⻓期⽣存压⼒"。它追问：在⻓达数百年的尺度上，何种⽣存
压⼒经由何种制度中介，塑造了知识活动的整体⻛格？
因此，"智识压⼒配位"概念的不可还原性，在于它切⼊了⼀个既有概念未能充分分析的层⾯：⽣存条件→制度/⽂化中介→压⼒⽮量→

知识配位态	这⼀完整的传导与发⽣链条。概念的价值不在其抽象定义，在于它能否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被坐实。让我们转向历史本⾝。

三、	⽂献对话：解释谱系与增量
李约瑟问题在七⼗年间积累了庞⼤的学术史。任何新的解释都必须明确其在解释谱系中的位置。
李约瑟本⼈的制度分析触及了关键：中国统⼀的官僚体系与欧洲的封建割据、城邦竞争，构成了不同的制度环境。后继学者常将其概

括为"官僚封建主义"论。这⼀分析指向制度结构的重要性，配位视⻆与之共鸣。但配位视⻆要进⼀步追问：官僚体系本⾝，⼜是何种⽣存
压⼒的配位态？它不是外⽣的"阻碍因素"，⽽是中国"内向治理型"压⼒的产物与再⽣产机制。
席⽂（Sivin,	 1982）指出，科学⾰命需要多种前提同时满⾜，中国⽂化的"整体"中缺失了某些关键部分。这触及了问题的复杂性。但

配位视⻆追问：为什么中国的"整体"形成了这种配置？答案仍需回到压⼒配位：治理整合的压⼒，根本不需要将⾃然知识数学化、实验
化，因此这部分"整体"从未被压⼒筛选出来。
伊懋可（Elvin,	 2004）的"⾼⽔平均衡陷阱"解释认为，中国农业经济过于成熟、⼈⼝过多，缺乏变⾰的动⼒。彭慕兰（Pomeranz,

2000）的"⼤分流"研究强调，英国的煤矿资源与新⼤陆资源缓解了⼟地约束。这些物质条件解释有启发性，但配位视⻆指出：物质条件本
⾝不直接决定知识形态，它必须被制度结构转译为压⼒。同样的⼈⼝压⼒或资源条件，在治理优先的框架下被转译为"稳定⾄上"的压⼒；
在竞争优先的框架下则可能被转译为"技术⾰新以获得优势"的压⼒。
王国斌（Wong,	 1997）的⽐较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中层视⻆。他强调，欧洲与中国在农业制度、家庭策略、⽣态压⼒应对上的系

统性差异，塑造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这⼀分析聚焦于"基层制度与家庭经济"这⼀关键中介层⾯，与配位视⻆有深度共鸣。配位视⻆可以吸
收其制度⽣态分析，并将其进⼀步追问：这些基层制度差异，如何被转译为对知识活动的不同筛选标准？王国斌的研究展⽰了制度如何塑
造经济⾏为，配位视⻆则进⼀步追问制度如何塑造知识形态。
配位视⻆不是简单地否定上述解释，⽽是尝试将它们纳⼊⼀个统⼀的框架：物质条件提供了可能性的边界，制度与⽂化中介将条件转

译为特定形态的压⼒，压⼒最终筛选并配位出特定的知识形态。它的增量在于，明确地将"压⼒的中介与发⽣"作为核⼼分析对象。

四、	欧洲案例：⽭盾如何结算为特定压⼒⽮量
让我们从欧洲压⼒场内部的⽭盾⼊⼿，⽽⾮预设⼀个"外向竞争型"标签。
⼗六⾄⼗七世纪的欧洲，压⼒场中存在⼏股相互⽭盾的⼒量：
第⼀股⽭盾：宗教权威碎⽚化与真理裁决机制的真空。	宗教改⾰打破了解释权的垄断，真理的裁定机制从"教会说了算"转向"谁能说服

谁"。这制造了⼀种认知层⾯的压⼒：不同教派、不同哲学体系竞相争夺解释权。这种真空不⾃动导向科学，但它创造了⼀个"市场"格局
——各种主张必须通过某种⽅式证明⾃⼰。



第⼆股⽭盾：军事竞争的⽩热化与地理空间的开放。	⾃地理⼤发现后，欧洲列强的竞争从陆地向海洋、从本⼟向殖⺠地扩展。竞争的
维度增加了：不仅⽐拼兵⼒，更⽐拼航海能⼒、资源获取能⼒、后勤保障能⼒。军事竞争本⾝产⽣了对弹道学、航海术、地理学的直接需
求。
第三股⽭盾：商业资本的利益驱动与王室财政的需求。	商业资本追求利润，王室追求税收与霸权。两者在海外贸易、殖⺠扩张、技术

⾰新上找到了利益交汇点。王室特许公司（如东印度公司）将商业利益与国家战略捆绑在⼀起。
这些⽭盾不是孤⽴存在的，它们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耦合。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盾的集合体，如何被具体的制度⾏动者所感知、

命名，并转译为对知识活动的特定要求？
让我们追踪⼀个具体的"发⽣"现场：海上经度的确定问题。
在⼗⼋世纪初，英国海军因海难频发⽽感知到⼀种⽣存压⼒。这种压⼒是模糊的——"航海很危险"。但如何将这种模糊的压⼒转译为

对知识活动的具体要求？
关键的制度性动作发⽣在1714年：英国议会设⽴"经度委员会"，并颁布《经度法案》，悬赏两万英镑征求确定海上经度的可⾏⽅法。

这个动作将模糊的"航海安全压⼒"，转译为⼀个清晰、可被不同知识轨道竞争解决的"问题"。它命名了问题，设定了验证标准（海上实测
的精确度），并提供了资源激励。
值得注意的是，"经度问题"的解决，存在多条可能的知识轨道。天⽂学的"⽉距法"需要精确的星表和复杂的观测计算；钟表学的"机械

法"需要能抵抗海上颠簸的精密计时器。两条轨道代表了不同的知识传统：前者关联着天⽂台的建制化观测、学术权威的背书；后者关联着
⼯匠技艺、机械⼯程。
哈⾥森的航海钟最终在竞争中胜出，但其过程充满与天⽂学家⻢斯克林的激烈博弈。这⼀过程显⽰：压⼒配置并⾮平滑地筛选出"最优

解"，⽽是不同知识轨道在竞争框架下博弈，最终由"海上实测"这⼀客观标准做出了裁决。
经度案例浓缩了欧洲压⼒配位的核⼼机制：模糊的⽣存压⼒（航海⻛险）→	 被制度性命名与悬赏（经度法案）→	 多重知识轨道竞争

→	实测验证筛选	→	获胜轨道被制度化（航海钟成为标准配置）。
这个链条的关键在于：竞争、验证、制度化的环节，不是预先存在的，⽽是在历史中被⼀步步"发⽣"出来的。经度委员会这⼀制度创

新，创造了⼀个"竞争-验证"的框架；这个框架反过来筛选了知识——它要求知识必须是可验证的、能在海上实测中证明有效的。
近代科学的其他特征——实验、数学化、同⾏评议——同样可以在类似的压⼒链条中被追踪。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在欧洲那种特定的

⽭盾集合体中，知识活动被强制要求具备"可验证""可竞争""可迁移"的特性。这些特性不是科学的内在本质，⽽是在特定压⼒配位中被筛选
出来的制度性特征。
因此，我们事后可以归纳：欧洲的压⼒配置呈现出某种"外向竞争型"的特征——军事竞争、商业扩张、真理市场的多重压⼒，迫使知

识活动向外投射、相互竞争、追求可验证性。但这个"竞争型"标签是结算后的归纳，不是解释的起点。解释必须从具体的历史⽭盾和制度
博弈开始。

五、	中国案例：⽭盾如何疏导为治理轨道
转向中国，我们同样从压⼒场内部的⽭盾⼊⼿。
⾃秦汉以降，中国⽂明的核⼼⽣存压⼒，来⾃对超⼤规模农耕帝国的整合与维持。这个压⼒场内部，存在⼏对持续运作的⽭盾：
第⼀对⽭盾：中央集权与地⽅治理的张⼒。	⼤⼀统要求权⼒上收，但帝国疆域辽阔、各地情况复杂，⼜必须依靠地⽅官吏有效治理。

这制造了⼀种持续的制度调试压⼒：如何设计科举、监察、考课制度，让地⽅官吏既服从中央，⼜能灵活应对本地事务？
第⼆对⽭盾：儒家伦理与治理实践的张⼒。	儒家经典提供了⼀套理想化的治理蓝图，但现实中的赋税、漕运、赈灾、边防都是复杂的

技术事务。这制造了⼀种知识上的张⼒：⼠⼤夫必须在"通经明理"与"务实办事"之间找到平衡。
第三对⽭盾：农耕核⼼区与游牧边疆的张⼒。	 北⽅游牧⺠族的威胁是⻓期存在的⽣存压⼒。这制造了军事防御与边疆治理的持续需

求，但与⽂官政治的"重⽂轻武"传统形成张⼒。
这些⽭盾如何被感知、命名、转译？历史给出的稳定解是：将⼀切压⼒的应对，疏导到"内向治理型"的配位轨道上。军事压⼒的应对

最终服务于秩序的稳定，⽽⾮军事技术的⾰新；经济压⼒的应对最终服务于财政的汲取与社会的安抚，⽽⾮商业制度的创新。
但这个"疏导"过程是如何具体发⽣的？让我们追踪⼀个正⾯的案例。



案例⼀：治河知识的制度化发⽣
⻩河治理是中国农耕帝国的核⼼⽣存议题。河流改道、泛滥，直接关系到王朝的财政基础（漕运）和政治稳定（流⺠）。
明潘季驯在《河防⼀览》中总结的"束⽔攻沙"之法，代表了中国⽔利知识的⾼度成就。这⼀知识是如何被"发⽣"出来的？
⾸先是感知与命名。⻩河泛滥⾸先被朝廷感知为对"漕运"和"⺠⽣"的威胁。⼾部、⼯部、河道总督等机构，将这种模糊的威胁命名为

具体的治理问题："如何保漕""如何束⽔"。
其次是转译与筛选。治河知识被转译为什么样的知识活动？不是对⽔⽂学规律的抽象探究，⽽是对具体⼯程技术的总结：堤坝如何修

筑、⽔流如何引导、物料如何筹措。潘季驯本⼈的⾝份——历任河道总督、⼯部尚书——决定了他的知识活动始终被框定在"官员的治理责
任"这⼀轨道上。他的著作被呈送朝廷，作为治理经验的总结，⽽⾮⾃然规律的发现。
再次是固化与传承。治河知识通过什么机制被传承？不是通过实验科学的论⽂发表与同⾏评议，⽽是通过官修⽅略、奏报制度、幕僚

传承。《河防⼀览》被收⼊《四库全书》，成为中国⽔利⾏政的知识经典。
这个链条——治理压⼒→⾏政命名→技术总结→官修固化——展⽰了中国"治理型知识"的完整发⽣过程。知识确实发⽣了，但它被配位

在特定的轨道上：服务于治理整合，⽽⾮对⾃然规律的抽象探究。

案例⼆：技术提议的分流现场
现在让我们追踪⼀个"未被转译"的微观场景，观察分流机制如何运作。
北宋时期，⽔运仪象台的建造代表了当时机械技术的⾼峰。苏颂主持的这⼀⼯程，成功地将天⽂观测与机械传动结合。然⽽，这项技

术成就并未导向对机械原理的系统探究，⽽是被分流向了另⼀个轨道。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详细记录了仪象台的结构与原理。但他的⾃我定位是"述⽽不作"——记录圣朝的礼制成就，⽽⾮探究机械规

律。这部著作被收⼊皇家图书馆，作为礼制仪器的档案，⽽⾮机械科学的经典。
追踪这个分流过程：⽔运仪象台的建造，最初是被皇帝感知为"重订历法、彰显正统"的礼制需求。技术提议进⼊朝廷后，被转译为"礼

制⼯程"⽽⾮"技术探究"。知识活动被筛选：关注的是仪器的礼制功能（象征王朝正统），⽽⾮其机械原理的可迁移性。成果被固化：《新
仪象法要》作为档案⽽⾮教科书流传。
这个微观场景展⽰了分流机制的运作：技术成就没有被"压制"，⽽是被收编进礼制轨道，失去了导向独⽴技术探究的势能。

案例三：沈括观察的未配位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磁偏⻆现象："⽅家以磁⽯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项精确的观察。但为何未

被配位进持续的知识⽣产议程？
观察沈括所在的知识-制度场域：他的⾝份是官僚学者，《梦溪笔谈》属笔记体裁——⽂⼈仕途之外的闲情记录。这种体裁本⾝在知识

等级中处于边缘，⽆法进⼊经学、史学的核⼼殿堂。更关键的是，当时不存在⼀个制度性的"命名者"将磁偏⻆问题感知为亟待解决的战略
问题。宋代虽有海上贸易，但其主导性的压⼒配置仍是"内向治理"——海上贸易被视为财政来源，⽽⾮⽣存竞争的核⼼场域。
因此，磁偏⻆观察既没有被配位进"经世致⽤"的治理轨道（它不直接服务于赋税、漕运），也没有被配位进⼀个可能导向"⾃然知识系

统性探究"的独⽴轨道（这样的轨道尚未因竞争压⼒⽽被创造出来）。它作为⼀项游离的"知识事件"，被记录、被欣赏，但未被转译为知识
⽣产议程。
这三个案例共同揭⽰了中国压⼒配位的关键特征：疏导与分流。它不直接"压制"知识，⽽是通过制度（科举、官修、奏报）、价值观

（道本器末）和资源分配机制，构建起强⼤的知识引⼒场。各种知识尝试在这个场中运动，⼤部分被吸引向治理核⼼（经史、政论），少
部分被分流⾄边缘（技术、⼯艺、博物）。这不是"选择"的结果，是压⼒配置经由制度中介所塑造的必然流向。

六、	压⼒的中介：传导机制分析
综合欧、中案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描绘"智识压⼒配位"的完整发⽣链条：
⽣存条件（地理、⼈⼝、技术基础）提供可能性的边界；制度与⽂化框架（政体、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作为中介；压⼒⽮量（竞争

型	vs	治理型）在具体的历史博弈中被结算出来；知识活动的⽅向与⻛格被筛选；最终形成稳定的配位态。
其中的关键在于"转译"与"筛选"。同样的⽣存条件，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会被转译为不同形态的压⼒。



以"地理破碎"这⼀条件为例。在欧洲，由于缺乏⼤⼀统的传统和强⼤的教权复兴，破碎的地理被转译为"必须通过竞争来⽣存"的⽮
量。⽽在中国，⻩河泛区的存在、农耕经济的相似性，促成了"必须通过统⼀治理来抵御灾害"的集体记忆，破碎的地理被"⼤⼀统"理念所
整合。
"筛选"则通过具体的机制运作：资助与声望的分配。欧洲的王室、学会、商⼈将资源与声望授予那些能在竞争中证明有效的知识，从

⽽筛选出"可验证、可转化"的知识路径。中国的朝廷与官僚体系将资源（官职、俸禄）与声望（"经世之才"、"理学名⾂"）授予那些精通经
史、擅⻓治理的⼠⼤夫，从⽽筛选出"服务于治理整合"的知识路径。
因此，"智识压⼒配位"不是⼀种宏观决定论，⽽是对⼀系列具体历史机制（感知、命名、转译、筛选、固化）的总结。这些机制共同

作⽤，将⽣存条件"发⽣"为特定的知识形态。

七、	锁定与固化：配位态的⾃我维持
⼀旦某种配位态形成，它就会通过⼀系列正反馈机制，锁定知识的流向。
在欧洲，科学配位态的锁定是通过：学会与期刊建⽴学术标准与声誉体系；专利制度将技术发明转化为可交易的财产；⼤学教育改⾰

将科学知识纳⼊专业训练；⼯业与军事需求持续为科学提供应⽤场景与资源。这形成了⼀个"有效知识→资源声望→更多有效知识"的增强
回路。
在中国，经世配位态的锁定是通过：科举制度作为最核⼼的分流器，将社会最聪明的头脑持续不断地引导⾄治理轨道；官修典籍与经

学教育巩固了特定的知识范式；官僚体系的晋升规则奖励那些在治理事务中表现出⾊的⼠⼤夫。这同样形成了⼀个"治理知识→官位声望→
更多治理知识"的增强回路。
锁定机制本⾝不带有价值判断。它是任何稳定系统的必然特征。配位态的固化，意味着⼀条知识路径已经与⽣存压⼒、制度结构、价

值观形成了稳定耦合，转换成本极⾼。

⼋、	普遍性的再理解：配位的可迁移性
如果近代科学是特定压⼒配位的产物，那它的"普遍性"从何谈起？
配位视⻆给出的判断是：普遍性不是科学的内在属性，是科学配位态的⼀种"可迁移性"特征。	 这种可迁移性，根植于科学在发⽣过程

中所形成的三种制度性特征：
其⼀，实验的可重复性创造了跨情境验证。任何⼈按同样程序、⽤同样仪器，应获得同样结果。这创造了⼀种脱离发现者个⼈与地域

的验证机制。
其⼆，数学的形式化提供了跨语境表达。数学成为⼀种强有⼒的"中性语⾔"，使知识能脱离其发⽣语境流通。
其三，技术转化的成功提供了实践验证。理论能够指导制造出可⼯作的装置，且装置能在不同⽂明情境被复制使⽤。
这三重机制并⾮科学⽅法的内在本质，⽽是欧洲在特定竞争压⼒下演化出的制度创新。它们⼀旦被建⽴，就赋予了这种知识配位态强

⼤的扩张能⼒：其他⽂明可以学习、采纳、移植。科学的"普遍性"，不是预先的恩赐，是历史中被实现的成就。
相⽐之下，中国的"经世之学"其配位态⾼度依赖于特定的治理情境、伦理共识与经典诠释传统，难以脱离其发⽣⼟壤⽽保持效⼒。这

并⾮其"落后"，⽽是不同压⼒配位所塑造的必然形态。

九、	反驳与回应
配位视⻆需要直⾯⼏项可能的反驳。
反驳⼀：伊斯兰科学的反例。	伊斯兰⽂明同样⾯临军事竞争与商业扩张，也曾拥有发达的科学传统，为何未产⽣近代科学？
回应：	 这恰恰要求我们精细分析压⼒配位的具体结构与历史进程。伊斯兰科学的繁荣期（8-13世纪），其压⼒配置中，"宗教权威维

持"与"帝国治理"的压⼒同样强⼤。科学活动被吸纳到宗教律法（天⽂学服务于历法与祈祷时间）和宫廷赞助的框架中。知识活动被配位向
特定轨道：服务于宗教仪式和帝国治理，⽽⾮独⽴的"竞争-验证"循环。此外，蒙古⼊侵等历史节点打断了原有进程。这证明了配位视⻆需
要具体分析⽭盾如何被结算，⽽⾮套⽤公式。
反驳⼆：⽇本的反例。	⽇本在德川时期⾯临类似中国的治理压⼒，却在明治后迅速转向科学。这是否说明配位解释过于决定论？



回应：	 ⽇本案例恰恰展⽰了配位态如何因⽣存条件的剧变⽽重组。⿊船来航后，⽇本⾯临的⽣存压⼒发⽣了根本性反转：从"幕藩体
制的内部稳定"瞬间转化为"国家存亡的外部竞争"。这种压⼒⽮量的急剧转变，经过明治政府⼀系列强⼒转译（推⾏义务教育、建⽴帝国⼤
学、聘请外国教师），在短短⼏⼗年内重塑了知识配位态。这证明了配位视⻆可以解释动态重组，⽽⾮静态决定论。
反驳三：反向因果。	科学的发⽣是否也反过来改变了欧洲的压⼒配置，形成"科学使竞争更有效率→竞争进⼀步刺激科学"的正反馈？
回应：	 这是极佳的补充。配位视⻆不否认反馈循环。科学的成功，强化了"外向竞争型"压⼒配置的合理性，使其进⼀步锁定。这正

是"锁定与固化"机制的⼀部分。关键在于，初始的发⽣仍需解释，否则循环⽆法启动。配位视⻆提供的，正是对初始发⽣条件的分析。

⼗、	结论：重置李约瑟之问
现在可以看清李约瑟之问的根本误区了。它把近代科学当成⼀个可以脱离条件⽽存在的知识类型，追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产⽣"。但配

位视⻆告诉我们：近代科学是特定⽣存压⼒经由特定制度中介筛选后所形成的稳定配位态，不是可以任意"拥有"或"错过"的对象。中国的
知识形态，同样是其压⼒配置下的稳定配位态。两者不是"有"与"⽆"的序列，是不同压⼒场中的不同解。
⼀旦理解了"智识压⼒配位"，李约瑟之问就失去了它的尖锐性——因为它问的那个"东西"，本⾝就不是⼀个可以脱离条件⽽存在的"东

西"。
然⽽，作为这⼀判断的提出者，我必须诚实地追问：这篇论⽂本⾝的判断，⼜处在何种压⼒配位之中？
提出"智识压⼒配位"这⼀概念本⾝，或许正对应着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某种压⼒——对"西⽅中⼼论"批判的深化，对本⼟知识传统的重新

审视，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知识⾃主性焦虑的回应。这篇论⽂的判断，本⾝也是某种压⼒的配位态。
这⼀⾃反性追问，不消解论⽂的判断，反⽽坐实了它：如果所有知识都是压⼒配位的产物，那么这篇论⽂也不例外。它不是某种超然

的、跳出历史之外的"客观真理"，⽽是特定历史时刻的知识实践。它的价值，不在于宣称发现了某种"永恒真理"，⽽在于提供了⼀个可在
后续学术实践中被检验、被反驳、被修正的分析框架。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个⽂明的知识配位，与其⽣存压⼒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对应？这种对应在什么条件下可能被改变？
这个判断可以被什么事实推翻？如果研究发现，在明清时期存在⼤量⼠⼤夫系统讨论"建⽴普遍有效的⾃然知识"并形成制度化实践，

且这种实践源于中国内部压⼒的⾃然演化——那上述配位解释就需要修正：中国未产⽣近代科学，就不再是压⼒配置的⾃然结果，⽽是某
种具体阻断造成的偏离。
当我们明⽩知识是压⼒的配位态⽽⾮选择的类型，李约瑟之问就从⼀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变成⼀个需要"重问"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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